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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及其周边：从地域学术到地方文化 

陈永革
1
 

【摘 要】：浙学是浙江大地上具有“现象级”意义的地域学术景观。南宋“浙学”之说形成之后，面向浙学的

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估开始出现。从总体史上看，事实描述的浙学，乃是指创发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传统，既包括浙江

思想文化产生、发展、嬗变的历史传统及其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也涵盖这一思想学术传统与不同时期的浙江社会、

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人心习俗等相互作用的（地域）文化共同体。浙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一地一派的固化概

念，而是普遍性与地域性并存、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动态概念。至于浙学的价值重估，则基于学术规范意义的反

思与探索，在浙学研究领域呈现出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献浙学、文化浙学、生活浙学等众多形态。

本文立足于浙学的总体史观，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生态结构向来具有地域特色，明确提出“浙学及其周边”这一具

有变奏性的论述主题，通过对浙学文化“周边”形态及其构成内容的初步辨析，尝试提出一种有关“浙学”的历时

性描述与价值论评估，再现浙学如何在地域、思想、社会、文化等众多“周边”聚集中演绎出浙江特色的思想话语、

精神气质，如何在求通与变通、凝聚与包容、认同与扩展的历史脉络中，拓展成为浙江独特且富有活力及共识的历

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 

【关键词】：学术与文化共同体 浙学研究 地域间性 “周边”关系 

一、引论：“周边”所构建的他者与共同体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解读框架，对其基础性构成，颇为流行的主要有四种模式。其一是依附于历史分期的解读，如写入教

科书中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 

其二是对于内容构成的分解，区别为儒、释、道三教之学。此一区别的背后，同样有着历史的分期意识。上述两种的学术

分论，可谓是最具流行意义的解读模式，具有经典性。尽管时下出现了“新诸子学、新经学、新玄学、新佛学、新宋明理学”

等重新出发的再阐释现象，但其历史分期的预设仍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其三是在倡导国学文化的热潮之下，探索经学、史学、子学、文（集）学“四部”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路径及其大众化展开。 

其四就是时下最为火热的区域学模式，其立足于古今通贯，彰显地方特色，通过“本地化”的持续研究来扩展学术“属地

性”、充实文化“在地感”。各地数量可观且直接以“地域”为标名的“文化工程”“文库文丛”层出不穷。 

中国学术传统的生态结构向来具有地域特色。区域作为既在的事实，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在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社会

文化的研究中，颇为突出“区域”的形象。如施坚雅曾提出中国宏观社会的“八大区域”之说。1对于中国宏观社会的区域划分，

主要着眼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动与文化构成，而且有着后世行政区划的影子。 

地方性的文化挖掘与整理，固然可以厘清地方化学术的脉络与历程，但其所廓拓出来的“地方性文化”，仍然趋归于更大

领域的“文化家族类似”。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的认知路向总是在地方化学术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寻找更广阔的平衡。 

                                                        
1作者简介：陈永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浙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首席专家。（杭州 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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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诸多历史叙事之下的学术文化，天然地形成了学术文化形态的“历史”及其周边，构成其基于时间经验的历史

形态，可称之为“世代的周边”；而学术文化的地域形态，则构成了学术文化的地域“周边”；学术文化的学说内容及其思想

特色，则构成思想文化的“周边”。如此等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及其衍生的“地域间性”，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生态的构成类型，更是其传统特色。作为

学术文化的共时形态，地域“周边”作为空间地域的既定形态，使学术文化具有历史形成的空间形态，而“地域间性”则使这

些学术文化构成地域形态的“他者”。 

换句话说，“周边”的地缘性具有历史的弹性，使“周边”并非全然立足于地域的“空间性”，而是需要将“关系（脉络

及网络）”总体纳入考察视野，从而赋予“周边”以“关系（网络）”的范畴特质。 

周边及其所形成的综合关系，乃是构成共同体与他者的基本观念。关系是处理“他者”与“共同体”话题的一把钥匙。若

无周边及其关系的预设，既取消了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亦遮蔽了他者的存在。共同体与他者是具有交互的存在。 

共同体意味着他者的存在，但他者的存在未必意味着共同体的存在。比如说，南宋之所以出现浙学发展形态的一个高峰，

与其“举世重交游”的行走风气颇为相关。交游就是与诸多类型的“他者”相往来，交游意味着“周边”的扩展与延伸。 

正是由于“周边”的多元形态，浙江并非仅仅只是“浙学”在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域。若就“浙学”历宋而明的历

时形态而论，无论是“浙东学派”，抑或是“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北山学派”“姚江学派”等等，通过属地的具体标识，

彰显其学术的文化品格，扩展其综合影响，其背后显然都有其“地域间性”。 

另外，作为总体史的“浙学”，若缺省了闽学、赣学乃至湖湘之学等“周边”或他者的参照，其学术形态必将以其他方式

呈现。反之亦然。 

正是基于“周边”这一兼顾他者与共同体的关系范畴，可以对于浙学进行多维度的解读，有效地拓展浙学的综合认知,或能

开展出当下浙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路径。 

从浙学内在的学术维度来说，作为方法的浙学、作为（地缘）区域的浙学、作为（学术、学科）领域的浙学、作为文化的

浙学、作为范式转化的浙学等等，都可以成为打通的综合议题。 

因此，浙学文化之为“众缘聚合”的共时性，把同处浙江大地而影响甚大的诸多浙学文化形态纳入学术视野，当是合理合

情之举，可以充分呈现浙学作为区域研究而趋向总体史所内在的拓展空间。 

二、转向总体史的“浙学”重估 

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看，“浙学”显然是一种集成表述，而不是一种具有分析性的严格实体。面对浙学的在场，其总体史

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从未有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单一化的浙学形态。 

从时空性的描述意义上，浙学传统归属于中国学术传统的一种地域形态，如果我们不甚恰当地以“国学”置换“传统学

术”，那么浙学似乎是国学的浙江形态，而浙学研究就成为研究浙江的国学呈现。 

尽管如此，“浙学”仍然有其确定的历史性的实存内涵。正是这种实存内涵的客观呈现，使浙学的当代解读展示出区域研

究的总体特征。亦正缘于此，有关浙学的历时形态及相关研究呈现出“众缘聚合”的共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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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的历时形态，大致有着三种基本情形。其一是浙学形成的历时性，其二是浙学演进的历时性，其三是浙学作为阐释对

象的历时性。 

这三种情形都涉及诸多见仁见智的议题，并且从南宋“浙学”之说的现世后，累积着众多历史文献，在此暂且存而不论，

而只是提出一种有关“浙学”的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估。 

所谓“浙学”的事实描述，宽泛地说，“浙学”是指创发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传统。其内涵既包括浙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

嬗变的历史传统及其所构成并最终成就的“学术共同体”，以其思想原创性强、历史影响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而融汇彰显于更

广阔的中国学术传统之中，也涵括这一思想学术传统与不同时期的浙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人心习俗等相互作用的

“（地域）文化共同体”。 

“浙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一地一派的固化概念，而是普遍性与地域性并存、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动态概念。“浙学”

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学术现象”乃至“学术群体”的实存，颇受关注。如南宋朱熹、黄震，明代刘麟长、

刘宗周，清代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俞樾、宋恕，近现代的章太炎、梁启超、曹聚仁、吕思勉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浙学”，无不作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发挥着较大的文化影响，并成为区域性传统思想文化

的典型呈现，体现了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所谓“浙学”的价值论重估，因其涉及主体与立场的多元性，所讨论的议题远比“事实描述”更显精微。首先需要澄清的

是，“重估浙学”不是“批判”，更不是“解构”，而是具有学术规范意义的反思与探索。在此意义上，“重估浙学”，其实

就是力图与前圣时贤全面对话中的再出发。 

本文之所以提出“重估浙学”，主要是有见于当前“浙学研究”的两大具有“共相化”的学术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围着

讲浙学”，即围着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文本，基于各自学术规范而讲论种种“浙学”现象。 

这可能导向浙学的窄化解读。第二种现象是“拉开讲浙学”，说得直白一点，“浙学”是幌子，借着“浙学”拉开讲论名

相与名目同样繁多的诸多浙江文化现象。这或许将引向浙学的泛化解读。 

有鉴于上述浙学研究的共时形态，尝试重估浙学成为了一种可能。透彻地说，面向浙学本身的价值重估，旨在思考浙学研

究与浙学本身的正当性关联。 

为此，浙学研究者面对“照着讲浙学”“接着讲浙学”显得颇为难得之时，开始作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突围之举”，试

图作出一些更细分的“学术范式”，甚至提出“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献浙学”“文化浙学”“生活浙

学”等等，通过对浙学的学术分解，促进了“浙学文化”的百花齐放，“浙学形态”的缭乱繁呈。 

众所周知，浙学与浙东之学具有天然的渊源关系。浙学的历史性现身，其原初形态乃是与周边的主流学术活动比照而成的

一种表述符号，最初未必具有严谨的、当代学术框架下的规范性，而是在其历史演进过程，赋予了浙学自身独具的生机与活力。 

这种赋予过程，其本身就是极具特色的学术创造，从而使浙学成为历久弥新的学术景观。比如，南宋时以叶适集大成的永

嘉之学，不仅与朱熹“闽学”、陆九渊“赣学”（“抚学”）鼎足而三，更是宋代“浙学”的一大标识。宋代“浙学”之盛，

莫过于此。 

从浙东之学到浙学的历时演进，折射出不同时段学术活动的曲折变迁。在此曲折展开的变迁时段与过程中，研究者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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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浙学传统与浙学研究之间所具有的学术张力。这种张力的内在制约，源于任何一种学术传统无不具有的相互参照、相互交往

的层圈结构，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浙学现象的共时形态，使浙学的历时形态及相关研究呈现出“众缘聚合”的总体史特质。 

总体史不可直接等同于普遍史，亦并非意味着整体史。学术共同体现象的“总体史性”，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相对独

立与完整，同时也需要明确作为总体史研究的范围要受到制约。否则，就会抹煞了作为总体史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相对完整，

甚至让人质疑所谓总体史研究的学术正当性。 

浙学研究的总体史特质，意味着必须把地缘、时缘、人缘、文缘等诸多因素全都摆进来综合考量，堪称为“聚缘中的独立”，

甚至有必要进行某种从“作为浙学的方法”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思考转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浙学的方法”与“作为方法的浙学”可以直接转换，更不能说是可以随意置换，而是试图明确浙

学作为地方性知识与学术共同体的“总体史性”之所在，扩展浙学研究的学术视域。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总体史的研究视野及其方法倍受瞩目，因其能够持续深化区域研究的相关领域。区域

成为方法，正逐渐成为区域学术研究的最高褒奖。 

作为浙江大地具有“现象”级意义的学术文化景观，通过总体史的共同研究，有没有看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前景？在

看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前景之先，更大的可能是率先理解“作为文化的浙学”。 

为此，本文提出“浙学及其周边：从地域学术到地方文化”，其实就是透过“浙学及其周边”这一集成式的“他者关系”，

更清晰“地方性知识与学术共同体”的思考主题，希望能够把学术文化、区域文化进行更长时段的综合研究，进而拉开来讨论

“浙学”的思想原创、历史影响、地域特色。 

任何共同体都有其相对具体的历史内涵，都有其具体的知识建构、学脉演进等动态展开。在此展开过程中，形成了综合性

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周边”网络。 

离开了历时性的“周边”观照视域，就会模糊作为“学术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双重共同体）的“浙学”特质，无

法在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建构的同时，积极思索、评估一个相对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浙学”影响及其价值意义。 

所谓“浙学及其周边”，主要有四层涵义。其一是，作为“浙学”的综合“周边”，即围绕传统“浙学”这一既具有共时

性更具有历时性的概念展开探讨，涉及浙学的综合内涵、特质及其辨析、阐述。此属于浙学的义理形态或古典形态。 

其二是，作为历史的“浙学周边”，即对于“浙学”历时性的文本、活动、区域、影响等综合形态。此属于浙学的历史形

态或文献形态。 

其三是，作为区域思想文化共同体的“浙学周边”，即梳理并讨论“浙学”的地理过程及其展开形态，涉及赣学、闽学、

湖湘之学、徽学、苏学、巴蜀之学、关中之学乃至东北亚思想跨文化交流等“周边关联”。此属于浙学的“关联形态”或“交

往形态”。 

其四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浙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周边”（文化的“周边”），如浙学与佛教文化（佛学）、浙学与

仙道文化（仙学）、浙学与民间文化（俗学）、浙学与西方文化（西学）等。 

此外，还可能涉及更细致的地域文化交流现象，比如浙南与闽南之间的人口移动与文化流动等。讲得更明白一点，所谓“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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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其周边”，就是要尝试思考浙江学术的认同、凝聚、接纳、传播、扩展等综合文化生态。 

通过“浙学及其周边”的多路径思考，或许可以接近浙学价值的多元重估。 

三、作为文化场景的浙学周边 

浙学的出场与在场，既有其刚性的一面，即浙学与浙江大地的天然关系；也有其充满柔性（或弹性）的一面，即浙学充满

了历史文化的动态联结。出于这种历史长时段变迁的文化弹性，使浙学并非象浙江大地上的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河那样具有

实在性。 

无论是历史传统意义上的浙学，还是学术规范意义上的浙学，即使没有明确一致的严格界定，但已经先在地表明了一种“总

体论”的观念心态。 

对于“浙学”的总体概念（或称之为“总体浙学”），即使是出于“表述上的便利性”，显然仍有其“想像的共同体”之嫌，

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化（概念化）的共同体”。为了消解浙学成为“想像的共同体”之嫌，又想把浙学一网拢住，研究者自然

而然地想到需要区分出浙学的不同层级。 

“浙学文化”却有着场景化的整体感，决不是“想象”的产物，并构成浙学研究所关注的持久议题。无论多么抽象、甚至

偏激、偏僻的浙学文本，都有其思想的真实场景。 

正是在此意义上，文本现世，其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存在，更不别说那些朝向公共领域、影响社会行动的经典文本。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考量，无非就是还原与阐释，即通过还原文本并阐释话语。 

具体而言，进入总体视野的浙学，首先面对的就是浙学作为文本的历时性存在，不仅大量的浙学文本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

关注，而且还深入文本背后的细节；不仅关注文本，还多方阐释文本所呈现的话语。 

正是在此过程中，浙学文本及其话语阐释的复杂微妙呈现出来。人们发现理解个别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浙

学（其他区域文化同样如此）就是在“求通求同”（寻求普遍性、整体性）中降下了自己的身段。这也是导致“泛化浙学”或

者说是“浙学文化”现象的学术语境。 

浙学从“求通”转向“变通”、从“求同”转向“存同”，比较稳妥的处理方法就是还原浙学演进的阶段性，并概括提练

出相应的话语体系。 

比如南宋浙学虽然有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等等分别，但大都可归于浙东事功之学（经史之学），这正

是朱熹称为“浙学”的原初义。 

历元、明、清，对于浙学最简约的处理方法，就是依据这种朝代的区分，有其明确的时间尺度，并使人们有着大致趋同的

理解。 

但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历史的疏离感日渐强化，面对相对抽象的“浙学”文本文献而言，更有效的还原与阐

释，就要求研究“范式”作出相应的转变。 

尝试而论，研究者可以将“浙学研究”的相应范式，从历时性的时段（朝代）相续，转化为浙学研究的层圈结构。作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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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对象，至少具有四大层圈。最核心的层圈是“浙学的义理研究”，包括思想要义、学说旨趣、观念范畴、话语表述等。 

其次是“浙学的文本文献”，可以归并于“浙学”的古典研究；再次是相关的中间层圈——文物文人，属于“浙学”的历

史研究；最外围的是文化文教，属于浙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四个层圈相互交集，错综复杂，构成浙学的大致整体。当然，还可

以有其他更细致的辨析。 

从学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来看，区域性的研究虽然属于“部分”的研究，但“部分”同样能够反映“整体”，并因此

而成为“整体”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人文研究，既不能不加辨别地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同时也要避免单

纯的“区域主义”。 

其实，在特定的时空内，对于诸多类型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地理学考察，不仅可以更加立体地呈现不同区域的历史文

化现象，而且可以深化对整体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 

浙学研究中天然禀赋的历时性脉络，需要结合浸透于现实生活秩序的、毛细血管般的诸多学术文化，并给予更充分的关注。

无论是“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化浙学”还是“生活哲学”或“社会浙学”，所有上述四种类型都

有其现实存在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 

如此类型上的扩展，可以拓宽浙学的总体形态。举例来说，佛教与浙学之间的文化脉络，其实颇可以借此切入浙学的某些

领域及许多议题。 

通过呈现浙学与佛教的周边关系脉络，充分呼应浙学周边的文化场景，尽管这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议题，但仍值得作

更进一步的辨析。 

作为浙学周边的文化场景，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在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从宏观的视域来看，此一议题

涉及浙江地域内的儒、释关系的历史情形。从中观的视域而言，浙学与佛学之间的文化交往脉络更是盘根错节。 

佛教作为浙江大地上影响较持久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能仅仅归于具有信仰特质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思想文化、

精神观念的因素，可以影响到地域文化的构成。 

在某些历史时段，佛教影响面的确不能忽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浙学的文化周边，佛教在场却缺席，导致其专题研

究一直处于相对遮蔽的状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则由于其历史情形错综复杂，需要大量的文献梳理；二则是由于传统的成见，导致研究相对薄弱，

积累不足；三则是要求研究者具备较强的文献解读与研判能力，同时还要具备相当的思考视野。 

通过总体史与整体论双重观照下的“浙学”研究，顺势将具有持久影响的佛教文化置列于浙学周边，其本身符合“浙学文

化”的历史情境，而不是“泛浙学”“傍浙学”的场景重现。 

四、聚缘中的独立：浙学文化共同体及其张力 

如果援引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艺复兴”之论(2)，可以看到内容

最丰富的浙学形态大致出现于南宋与中晚明时期，堪称为浙学发展史上的二个高峰段。当然，作为长时段演进的区域学术文化

现象，从会稽到江东、从江东到吴越，都可以视为浙学文化的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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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的早期形态，虽未充分彰显学派之浙学的体系化品格，但已经具备了学问之浙学的多元化雏形。从浙学类型的历史演

进上看，南宋显然是传统浙学的真正独立期，既开始展现浙江学术文化的独立品格、自主意识、体系观念，更可看到浙江学术

文化积累的渐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细致努力。特别突出的是，南宋浙学思想文化之创发与文献整理及传承的知识关联。 

南宋时期的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是朱熹等人心目中“浙学”（“浙东之学”）的两面旗帜。南宋陈亮（1143—1194）所

创立的永康事功之学的思想特质，即倡功言利的国家治道论、以事功融王霸摄理欲和陈亮事功之学的思想史地位。 

陈亮注重实事实功实利的事功之学，与宋儒明体达用的性理之学，有着相当程度的张力，但远不是本质的对立。指出陈亮

反道学或反理学的立论并不彻底。其实陈亮同样肯定宋儒性理之学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 

其事功之学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宋儒注重道德心性的价值关怀，充分意识到儒家经世理想具体化为治世事功，而不是固守

于儒家偏执的义利观。因此，陈亮所开创的永康事功之学与其说是一种“事功伦理学”，倒不如说是一种“事功价值学”。 

至于南宋以叶适集大成的永嘉之学，不仅与朱熹“闽学”、陆九渊“赣学”（“抚学”）鼎足而三，更是宋代“浙学”的

一大标识，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宋代“浙学”之盛，莫过于此。 

然而，这个思想特质异常鲜明的区域性学术群体，却长期被归于“异端之学”。(3)若果真如此，因其作为宋代“浙学之盛”

的标识，那么就可能误导人们视宋代“浙学”为异端之论、异学之见。有见于此，实有必要重新审察永嘉学派之为“新奇”的

思想特性之所在。 

叶适对朱熹的“新道统论”直抒己见，将具有普适性的周礼历史经验放大到了宇宙秩序的终极高度，这就或多或少地缩小

了道德人心的自在秩序。通过与陆九渊“心学”划明界限，明确提出“内外相明”“义利相和”的思想主张，从而对“治体论”

提出了不同时人的独立见识，真正确立宋代永嘉学派的思想地位，使“浙学”成为一时显学。 

至于明代中后期的浙学形态，虽然同样存在“正统与异端”之辨，但相对转化更显温和的新与旧之诤。任何思想学说之

“新”与“旧”，总是相对而言。如正德年间的王阳明（1472—1529）“良知之新论”，在刘宗周（1578—1645）看来已成“越

中之旧说”。黄宗羲断称蕺山之学“是开物成务之学。”(4) 

蕺山论学，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

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

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 

刘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

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

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 

刘宗周通过崇经重史以指点心性的思考进路，将崇经重史纳归于指点本真心性，固然表明宗周不脱于心性之学的思维模式，

但崇经重史的为学取向，必然把心性义理之学落实到人伦日用常行的生活事件中，从而把儒家经旨的价值意义融汇至人物事件

所具体展现的人心秩序中，把圣学道统通过经史一体的统观方式加以呈现。 

这无疑对清代的浙东学术的实学化（经史统观）有着导向性的启迪意义，近世的“浙学”“经史转向”，将圣学道统通过

经史一体统观的方式加以呈现，开启了“经史相融、亦经亦史”的经史并重、经世务实之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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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总是相伴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迁。区域思想学术的“社会与政治周边”，无疑是更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网络”。

如何站立于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而裨益于世人，应该成为任何地域学术追求学问之道的价值关怀。 

在此方面，明末清初的浙江学术群体及其相关活动尤为典型。透过士绅与佛教僧人的知识交往活动，当人们谈论晚明时期

“心学逃禅”“阳儒阴释”之类的儒佛交涉现象时，最值得考察的对象当推江浙地区的演进情形。 

作为阳明良知心学的主要策源地，中晚明时期的浙江士子的儒佛之辨，呈现出了不同的思想类型。在阳明亲传弟子（如王

龙溪）中，主要以倡发良知体认为宗归，而在浙中王门的二传及三传弟子中，则呈现出良知体认混同于禅门悟境的趋向。如周

海门（汝登）、陶石篑（望龄）之于湛然圆澄（所谓“湛然禅”），陶石梁（奭龄）及四明准遗民们之于密云圆悟（所谓“密云

禅”）。 

这种毫无忌讳的引禅入儒乃至弃儒逃禅的思潮取向，严重地影响到儒家主导下的社会教化模式，不仅引发了学术歧异的日

益明显，更遭到了刘宗周等人的强烈抵制，他们开始转向严分佛教禅学与阳明心学疆限，力辟“跻阳明为禅”或“阳明禅”。 

为此，刘宗周等人力主以“证人”而不是“修佛”为宗归，极为明确地以当时佛门中人（如云栖袾宏、袁了凡）经过佛教

化改造的“功过格”为论敌，进行纳归于儒家教化范式的重大修正，以“人谱”的形式加以推广。这种情形说明当时儒佛交涉

的普遍处境，实际上是儒、释两教在现实的民众生活中如何争夺教化主导权。 

众所周知，晚明时期的主流思潮表现于两大阵营。其一是王阳明所开创的“姚江心学”，其二是以矫正阳明心学为学术导

向的“东林之学”。所以，后世学者评析蕺山之学，往往以姚江之学和东林之学为背景。而其背景中的背景，则是当时的共同

“热点”，即援禅入儒、阳儒阴释的“狂禅之习”。 

对于“狂禅”（或“狂解”）现象，自宋代以降，即为思想文化界所关注。自阳明学盛行一时后，在晚明及清代初期，“狂

禅”更屡为人所提及。从语词出现的时间上看，“阳明禅”显然后于“狂禅”。 

不过，对于明代学术评论家们使用“阳明禅”之词的确切时间难考其详。尽管中晚明以来，“狂禅”一词的使用已颇显普

遍。特别是对于晚明那些反对阳明良知论者来说，尤显惯常。 

从中国禅学思潮史上看，“狂禅”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分灯”禅法，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佛儒混

融思潮（或称“阳儒阴释”）。其中，尤以晚明“狂禅”为著。至于晚明的“狂禅”之风，约有四种内涵，既指狂禅之论（“教”）、

狂禅之解（“理”），更涉狂禅之行（“行”）、狂禅之弊（“证”）。就社会思潮之影响而言，晚明“狂禅”之习突破了程朱理

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在当时及对以后的思潮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其思想特征而言，晚明之“狂禅”主要表现为“以

禅证儒”和“以儒入禅“。 

围绕浙江的阳明学者对禅学、禅法的认知及其评判，对于晚明“狂禅”风习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学术思潮史的观察。如何把

儒释之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同样需要具体的思想史辨析，才能够把握其中的思考差异。 

在阳明学者中，儒释之辨既有心性论的阐释，更有工夫论、体用论等领域的辨析。因此，涉及经世与入世、体与用、悟与

修、虚与实等议题的讨论，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二元化的辨析取向。 

需要提出的是，结合宋儒以来的儒释之辨的回顾与评判，特别是阳明学者处理儒佛异同的思想论调，显然都有着观念史研

究方法的影子。无观念即无思想，观念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及其相应表达。对于阳明学者儒佛调和论的思想辨析，则又回到了思

想史的梳理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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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聚焦地域学术文化的周边关系网络，意味着学术方法的转向与学术视野的拓展。地域学术文化不仅仅是汗牛充栋的

文本文献，还涉及在相同地域民俗共同习有的文化记忆、教化心理。 

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教化劝善传统，同样需要反思性的知识还原，需要关注社会主流的纯粹价值教化与非主流的混融价

值教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从中再现儒、释、道三教间广泛知识性交游的文化背景。而这并不是纯粹依赖于儒家话语诠

释所能完全满足的。 

更进一步地说，从文化交流互鉴的意义上说，浙江是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而浙学文化则是展现特

色内容的一大景致。要更加完整而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有必要系统探讨浙学文化“走出去”的主动性格及其“海洋

意识”。 

因此，浙学文化的“海洋意识”（“海洋观”）问题，即可成为一个切入的重要视角。浙学文化具有平原、山地、海域等

“全域化”的典型性。“全域化”是指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生态涉及江河小流域、海域、平原、山区等多地理形态。 

“全域性”构成“浙学文化”显著特色，其中就涵括“海洋意识”。学术文化地域形态的多元存在，虽然并不成为影响文

化生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于该地区学术生态的构成必定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当代人文学术界中，“东亚性”多被用于表示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地区文化上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视之为东亚“现代性”

的观念呈现。其中，尤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典型，并因此而归结为儒学的“东亚性”。如杜维明先生强调儒家在东亚现

代性中的角色(5)，认为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儒学可以作为现代东亚复兴的力量源泉。 

其实，通过追溯北宋时期“入宋求决”日僧与佛教思想家四明知礼之间的佛学活动可以发现，浙江学术文化史上作为历史

的“东亚性”，佛教文化的贡献不仅先行于儒家传统，而且其持续性亦因此甚于儒家思想。宋代浙江佛教“东亚性”，其背后

就有着独特“海洋意识”。随着宋学对日本镰仓时代武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大批“浙僧”等赴日的弘法努力，为浙江学术文

化的“海洋意识”注入了更多的新内容。 

五、结语 

浙学的“周边”充满着“聚集中的独立”，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二次“文化复兴”时期的浙学的文化趣味及其多元追求。所

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正视浙学演进与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异论”与“异见”，努力再现不同时段中浙学思想学术所处

的话语情境。 

本文尝试聚焦于浙学的思想原创、地域特色、结构形态、历史影响，再现浙学如何在地域、思想、社会、文化等众多“周

边”聚集中演绎出浙江特色的思想话语、精神气质，在求通与变通、凝聚与包容、认同与扩展的历史脉络中，使浙学拓展为浙

江独特而富有活力及共识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浙学研究的学术担当需要根植于本地化、扩展属地性、充实在地

感，藉此探究浙江民众包容的文化心理、行为观念和共同价值。 

注释： 

1 八大区域具体包括：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地区）、岭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华北地区、

西北地区、云贵地区。此外，还补充了一个“满州地区”（即东北地区）。参见施坚雅（1925-2008）《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

光庭译，中华书局 2000年版），另可参见易劳逸《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第 6章“八大区域”

节，苑杰译，重庆出版社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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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文艺复兴”出现于 11世纪到 13世纪的宋代时期，在 1550年至 1644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六部分“中国的文艺复兴”，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3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 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44页。 

4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15页。 

5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